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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

———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金滢坤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 　 要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
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
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
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
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
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
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
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
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
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

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
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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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制举考试的特点是皇帝亲试，以待“非常
之才”。在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制举考试最盛，
举行的次数频繁，取人最多，所设科目众多，很多

科目只实行了一两次就废止了，科目变化频繁，不

少科目仅仅是个别文字之差，差别不大，举子对策

空泛居多，鲜有砥砺时政者，因此这一时期的绝大

多数科目都影响不大，仅有贤良方正等少数科目

影响较大。①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
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

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
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
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

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

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

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

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目前

学界普遍对制举对策内容真实性持怀疑的态度，

认为制举对策都是应试作文，没有实际意义，多为

假设之语、空泛之辞。其实，中晚唐制举考试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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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唐代制举考试，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不是很多，傅璇琮《唐
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吴宗国《唐代
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等论著，对唐
代制举考试程序和相关制度进行了概括性研究。此外，何汉
心《唐朝制举和制科》〔见《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文集》
（史学）下册，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等文对制举考试发表
了不同看法。



对策往往以“其言激切”、“苦诋时政”、不畏权势，
敢于批判当朝权贵而知名，甚至因此名登甲第。
举子的言论往往是“与庶人议于道，商旅谤于市”，
“固己揣摩”当代之时事，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经
过广泛关注和思索社会问题和时弊之后，才发表

的政论。① 中晚唐政出多门，军队统率不一，方镇
自有武装，特别是一些叛镇更是跋扈，藩镇将士居

功自重，“进不求赏，退不畏刑”的情况非常普遍。
因此，有关藩镇问题②，便成了策问的一个重要内

容。以下重点对中晚唐制举对策中论及有关虚张
军籍、精兵、销兵、削藩策略等问题，结合相关史籍
进行深入分析。

一、制举对策与虚张军籍和精兵问题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随着藩镇数量的增加，

中央禁军和藩镇普遍存在虚张军籍、虚增军费的
问题，增大了国家军费开支，引发了“赋敛迭兴”，
导致农民贫病，农民不务本业的情况十分严重。
这些社会问题在制举对策中也有反映。元和元年
（８０６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问云：“自祸阶漏
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督耕殖之
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

困。”针对此问，罗让在对策中说，造成这种状况原
因主要是“握兵者建置失其道”，“兵柄之臣，率好
生事，不思戢伏，贵算威名；则有崇广卒徒之员，聚

拥虓阚之群，厚敛残下，偷取一切”；“寻掌其兵千，
又思兵万；寻掌其兵万，又思兵数万”。显然，妄冒
军籍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军镇将校、地方长官为了
切身利益，蓄意制造兵乱，借此不断扩充兵员，“以
因其力，以赡其欲”，造成了朝廷“徒仰费于县官，
高（膏）病于悠久”的局面，以致军费大增③。
这种情况形成由来已久。自天宝以来，唐朝

中央缺乏一支可以控制的强大军事力量，主要依

靠平衡中央禁军和藩镇之间的均势，来维持国家

的稳定。安史之乱后，就连中央所倚仗的防遏和
讨伐骄藩叛镇的主力———中原型藩镇，也采取“乐
于自擅，欲倚贼自重”④的态度，不愿真心实意地
平定叛镇。中原型藩镇得以养兵自重，正是依赖
于骄藩叛镇的长期存在，正所谓的“比年天下皆厚
留度支钱，蓄养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贼也”⑤。
正因为如此，地方藩镇普遍“以因其力，以赡其
欲”，通过无限养兵、妄冒军籍，克扣军粮，以满足

其无限的贪欲。所导致的结果是，在中央调遣各
路藩镇平定叛镇时，往往各自持观望态度，不肯戮

力杀敌。正如李吉甫慨叹：“中兴三十年，而兵未
辑者，将帅养寇藩身也。若以亡败为戒，则总干戈
者必图万全，而不决战。”⑥听命中央的藩镇在关
系到自身安危时，“必图万全”，保存自身，借以养
兵敛财成了根本，而不关心战局如何。罗让的制
举对策无疑揭示了中晚唐藩镇痼疾难去的这一根

本性原因。

随着中晚唐藩镇数量和势力的增加，藩镇兵

将军费陡增，也转嫁到中央财政上。这一问题在
制举对策中也有反映。元和十一年（８１６年），杜
元颖的对策就指出：“今王畿之内外地州县亦不当
赋穟者何？有镇守团练等使，数州又置节度度支

使，皆多聚强兵，增置部伍，车禾斗米，皆出于人，

计其诛求，十倍王府。”⑦正如杜元颖所言，元和年
间，唐代军费的确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目。据开
成二年（８３７年），王彦威《供军图》云：

　　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

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

经略者三。掎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

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兵额，至八十余万。长庆
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而兵额约九十九万，通
计三户资一兵。今计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
不过三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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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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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将制举考试与社会变迁、政局变化相结合研究的文章甚少，

仅有笔者的《中晚唐制举试策与士大夫的社会意识》一文重
点探讨了制举考试对以“子大夫”为中心的士大夫社会意识
的形成，其中涉及了一些中晚唐制举对策敢于批判时政的相
关问题〔金滢坤：《中晚唐制举试策与士大夫的社会意识》，载
《学术月刊》，２０１０（１２）〕。

关于藩镇问题的研究，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之关系研
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在“绪论”中，已经做
了很好的概述，本文不再赘述。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八九《策·对才识兼茂明于
体用策（罗让）》，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
《资治通鉴》“宪宗元和十年九月”条，第７７１７页，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５６。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１３１页，长沙，湖南
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
〔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九《疏绝进献》，第４６页，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３。
《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附张伯仪传》，第４５９４页，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文苑英华》卷四九一《策·对茂才异等策（杜元颖）》，第２５１５
页。



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
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伏以时逢理
安，运属神圣，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时。忧
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谬司邦计，虔奉睿图，
辄纂事功，庶裨圣览。①

可见元和中，唐朝中外军队达到“八十余万”，即

８３万余②，长庆中又达９９万，数额大大超过以往
任何时期。按照长庆中，天下户口３３５万户，而兵
员达到９９万，基本上是３．４户资一兵，即所谓“三
户资一兵”，给百姓造成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结
合相关史书记载，建中年间，天下共敛钱额３０００
余万贯，外加米麦１６００万斛③；元和中，天下共敛

３５１５．１２２８万贯石④，开成中也只有３５００余万贯
石，可见中晚唐国家总体的税收维持在３５００万贯
石左右，按照建中二年以后实行的两税法确立的

三分制原则，留州、留使占总数三分之二，上供中
央占三分之一，中央每年实际税收约１１６７万贯
石；按照当时养兵费用，每个士兵需要每年２０—

２４贯计算⑤，宪宗朝每年需要军费为１６３０万—

１９９２万贯之间，穆宗朝则高达１９８０万—２３７６万
贯，分别占国家总税收的 ４６％—５７％、５７％—

６８％。若按三分制原则，中央应得税收，宪宗朝为

１１７２万石、文宗朝为１１６７万石，都不够军费开
支。若按王彦威天下税收“三分之中，二给衣赐”
说法，文宗朝３５００万贯石的三分之二，为２３３３万
贯石，每个士兵需要每年２０—２４贯计算，文宗朝
只能养兵９７万—１１６万左右。所幸的是中晚唐
军费，大概是地方跟中央共同承担，即便是“自留
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还有“四十万众，仰给度
支”，４０万大军的军费，每个士兵需要每年２０—２４
贯计算，也在８００万—９６０万贯，占到中央税收

１１６７万的６９％—８２％，足以见得藩镇问题引起了
军费骤增、虚张军籍问题，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压
力。加之，割据藩镇，“征赋所入，尽留赡军，贯缗
尺帛，不入王府”⑥；“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
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⑦，更是加重了国家
的财政危机。因此，杜元颖有关藩镇问题导致军
费剧增的对策基本反映了政局的实际情况。
尽管中央禁军的数量和藩镇军队的数量都很

庞大，但中央缺乏一支可以控制的强大军力，外夷

入侵和平定叛乱，都得依赖藩镇的力量。于是，中
央如何精简中央禁军和地方藩镇军队，强化训练，

实现精兵、强兵和寡赋的目的，便成为了急迫的问
题。正如皇甫湜的对策所云：“今昆夷未平，边备
未可去，中夏或虞，镇防未可罢；若此生就其功，则

莫若减而练之也。”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虽然军队
数量上去了，镇防将帅能知兵胜任者却很少，多

“怙众以固权位，行货以结恩泽，因循卤莽，保持富
贵而已”，少有“教训以时”，最终形成了中央难以
控制方镇的局面。⑧ 其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割据
和半割据藩镇的兵员大增，而且地方州府也是“虚
张名籍，妄求供亿，尽没其给，以丰其私”⑨。据
《元和国计簿》元和二年（８０７年）十二月记载：“天
下兵戎仰给县官，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士马，三分

加一。”⑩说明元和初名义上由国家供给的军队数

量高达８３万，“率以两户资一兵”瑏瑡，严重地增加
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对策中描述的“虚张名
籍，妄求供亿”的情况的确存在，而且到了“外实内
虚”的地步。针对这种情况，元和三年（８０８年），

皇甫湜建言：“若核其名实，纠以文法，则五分之
兵，又可省其二矣。夫众之虚，曷若寡之实乎？一
则以强兵，一则以寡赋。”瑏瑢尽管通过核实士兵姓
名，剔除“虚张名籍”的现象，实现精简人员，加强
军事训练，未尝不是一个强军富民的好办法，但是

在藩镇将领以畜养兵士，“以赡其欲”的环境下，这
一建议，自然无法实现。

不仅藩镇如此，就是以神策军为主体的中央

军也非常腐败。在制举对策中同样有所反映。如
长庆元年（８２１年），沈亚之参加贤良方正科制举
对策云：今之中央军“士卒虚名占籍者十五，不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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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诸道收户口及钱谷名数，每岁天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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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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湜）》，第２５０１页。皇甫湜元和三年贤良方正科及第。



日夜飞金壁走银缯，市言唯恐田园陂池之不广也，

簪珥羽钿之不侈也，洞房绮闼之不邃也”①。现实
情况与制举对策非常一致，如元和五年（８１０年），
白居易就上书请求罢征讨成德兵，说“况神策官
健，又最乌杂，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惯。如此，忽思
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军若散，
诸军必摇”②。权德舆与白居易的看法颇为类似，
也说“神策等兵在城中，多是市井屠沽，庇身军
籍”③。总之，中晚唐大量商贩之徒冒籍中央禁军
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削弱

了禁军的战斗力，中晚唐历次平定叛乱和征伐藩

镇的屡屡惨败，无不与禁军乌杂不精、军力涣散有
关。④

如何解决军队“虚张名籍”的问题，实现精兵，
提高军力，是贞元末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社会问

题。顺宗即位后，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是年制
举考试，策问云：如何“归逾年之戍，罢无事之官”。
杜元颖就此提出了几点对策：第一，针对边防将

士，功高位重，“进不求赏，退不畏刑”的问题，建议
“申命将帅，言于军中，有思归者，内以新卒代之，
愿充军者，复以师律整之”。此策是想通过更新士
卒的办法，既满足了将士还家的愿望，也照顾了部

分愿意留军将士的想法，从而改变军队中功高自

傲、位高拒命、败坏军纪的问题，以便达到“军政必
行”、“边无侵轶”的强军、稳定政局的目的。此策
从理论上来看，不失为当时解决士卒“虚张名籍”
弊端的一个良好办法，但实际上中晚唐藩镇士卒

已从府兵转变为募兵，成为了职业军人，从军成了

养家糊口的出路。因此，通过精兵来解决藩镇问
题是不现实的，也解决不了中央军乌杂的情况。
第二，通过实行“赏功以贵，任能以职”的历代帝王
常用的选贤任能的“古道”，使“诸员外兼试等官才
者能者，改授正员，其余并依本资数进”⑤，从而精
兵简员，剔除员外官、兼官及试官，规范官员的晋
升制度，解决军官虚占名位的问题，真正做到使才

能之士担任关键职位，担当重任。只可惜顺宗在
位四个月便退位，即便顺宗十分赞赏此策，也没有

机会实行了。
面对中晚唐藩镇割据的状况，元和初逐渐出

现了要想“思黩武而弭戢”，就必须解决军队“虚张
军籍”，实现精兵强军的目的，进而消灭藩镇割据
问题，从而彻底销兵，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社会共

识。元和元年（８０６年），宪宗即位，不久便起用主
张平定藩镇的杜黄裳为宰相，重用宦官吐突承璀，

积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同年三月，便平定了西

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开创了平定藩镇的良好开

局。在这种大环境下，是年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
用科策问就以藩镇问题发问：“自祸阶漏壤，兵宿
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农战非古，衣食罕储，

念兹疲甿，未遂富庶。督耕殖之业，而人无恋本之
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
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⑥是年举子，深
受时局新气象的鼓舞，在削藩问题上发表言论十

分踊跃。韦惇首先从战略的高度讲了国君如何用
兵，而民不疲的方略。其对策云：“兵者国之威也，

威不立则暴不禁。君得其术而已，举其要而已。

凡善用兵者，用兵之精；次用兵者，用兵之形。用
精者国逸而功倍，用形者人劳而威立。”其所谓的
“兵之精也”，就是国君“仁足以怀，义足以服，端居
庙堂之上，威加四海之外，而叛者尝欲系其颈而制

其命，伏其心而笞其背”。显然，通过“仁”“义”，
“怀”“服”四方，威加四海的想法，在当时宦官专
政、藩镇割据的形势下有些不切实际，此论似乎理
想成分过高。他还对“兵之形也”进行了具体的阐
释，主张通过国君派军队“金鼓击刺，追奔逐北，攻
城略地，斩馘献俘，忧思岩廊之上，谋制千里之外，

而叛者有以畏其威而惩其罚，化其心而戢其暴”。

结合宪宗初立，决意平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大

好形势情况，韦惇的建议正好反映了士大夫阶层

极力主张用武力平叛的想法和对宪宗新政意图的

宣扬和阐释。韦惇进一步建议：“今陛下既枭叛
寇，复征违命，屈己之至，已浃于兆庶，恤人之诚，

已敷于四海。乘众之怒，用兵之形，则近无转输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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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之勤，远无经费供求之役。诚能固守，必大畏其
力，小怀其德矣。岂兵宿中原之为虞，生人耗竭之
为虑？”①韦惇所说的“既枭叛寇”就是平定夏绥节
度使杨惠林、西川节度使刘辟之乱，此事在当时非
常鼓舞人心②。显然，韦惇是迎合了元和风气，极
力主张乘势讨伐割据叛镇，强调用兵贵在精，借着

士气高涨，“乘众之怒，用兵之形”③，便会得到天
下百姓在财力和人力上的支持，已经具备“用兵之
形”的条件，可借势平定河朔叛镇。此篇对策可以
说在平定藩镇问题上非常符合宪宗的意图和元和

风气，正合当朝宰相杜黄裳力主平藩的观点。元
和元年正月，杜黄裳曾论及藩镇问题：“德宗自经
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陛下必欲振举纲
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④

宪宗深以为然，才有平西川之壮举。也许正因为
如此，是年韦惇制举及第。
元和二年（８０７年），宪宗又平定了镇海节度

使的叛乱，引起了天下藩镇恐慌，更加坚定了宪宗

以法度制裁藩镇的信心。于是，一些昔日怀有贰
心的藩镇，开始有所顾忌。比较典型的是山南东
道节度使于頔，于元和二年十二月主动向朝廷求

婚，宪宗乘机将其征召入朝，某种程度上讲，山南

东道是宪宗通过“怀服”、“威加”策略，解决怀有
“贰心”藩镇问题的范例。由此中央控制了襄阳这
一军事重镇、保障了汉水漕运通道。⑤ 虽然宪宗
在元和初削藩成效显著，但平定的藩镇基本上是

实力比较弱、地处内地、孤立的藩镇，并未根本上
扭转河朔藩镇割据的局面⑥，当时仍面临“昆夷未
平，边备未可去，中夏或虞”等不利形势。于是，宪
宗对那些实力强大的藩镇不得不采取暂时妥协的

策略，为朝廷争取时间积蓄军事和经济实力做好

进一步平藩的准备工作。最为典型的就是，元和
元年十月承认了平卢节度留后李师道为平卢节度

使，姑息了该镇自立节度使。⑦

于是，如何增强军力，加强国力，便成了朝野

议论的话题。元和三年制举对策中，皇甫湜在藩
镇问题上提出了“减而练之”的办法。他认为，“镇
防未可罢，若此生就其功，则莫若减而练之”。针
对诸军将帅，“胜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众以固权
位，行货以结恩泽，因循卤莽，保持富贵而已”的情
况，他认为既要避免因过度削夺军权引起将帅的

反叛，又要改变将帅只知“保持富贵”的局面，只有

通过将帅“教训以时，服习其任”方式，加强军事训
练，增强士兵的战斗力，从而实现精兵强国的目

的。若要加强军事训练，实现精兵强国的目的，皇
甫湜主张应当从精简兵额和加强训练两个方面入

手。首先，他建议“若特加申饰，使之教阅，简拳勇
秀出之才，斥屠沽负贩之党，则十分之士，可省其

五矣”。其次，通过“核其名实，纠以文法，则五分
之兵，又可省其二”的办法，就可以解决“州府虚张
名籍，妄求供亿，尽没其给，以丰其私”的问题，这
样就可以达到“一则以强兵，一则以宽赋”的一箭
双雕的目的。⑧ 这在当时兵革不息、冗军冗费严
重的情况下，这篇对策应该说是正中时弊，有积极

的意义。同科举人罗让也认为诸军冗兵太多，缺
乏战斗力。他建议宪宗：一是亲自审视，精简中央
军和镇守将帅，选拔贤能，“苟非任，尽易之”。二
是加强军事要地的防范，削减不必要的驻军，即所

谓的“严备其要地之屯，苟不切，尽罢之，不令其广
置而出入也”。三是加强军队训练，“其所阅拣，非
实不用；其所树置，兵精不在多……自外徂中，归
乎一体”。最终达到精兵强军的目的：“自然无冗
军，无惰人；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军无太半之耗，

人怀反业之志，此减兵之术也。”实现精兵强军的
目的后，就会达到“专守之刀兵焉，商不得回睨，农
不得举手”的强军富国目的。⑨ 显然，韦惇和罗让
都主张通过精简将帅、选拔贤能、精简士卒、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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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减免赋税等措施，达到强军富国的目的，大
概二人的对策正中时弊，符合执政者的心意，因此

二人是年制举及第，其对策文章广为流传，应与此

有关。
虽然没有史料能证明宪宗采用了韦惇的对

策，但宪宗在位期间大力选拔贤良，加强军事力

量，对藩镇屡次用兵，征讨成德，归服魏博，接连平

定了淮西吴元济之乱、平卢李师道之乱，在平定藩
镇问题上卓有成效①，不能不说与韦惇对策有偶

合之处。

二、制举对策与销兵和削藩问题

宪宗虽然在平定藩镇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

就，但国力不足，尚不足以消灭河朔叛镇。连年的
用兵无疑增加了人民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于是出

现了一些停战销兵的论调，试图以此减轻人民的

负担，缓解社会矛盾。关于如何消除兵革的问题，
就成为中晚唐制举对策中的一个热点话题。郭绍
林《陈寅恪先生元稹“休兵”即“消兵”说商榷》已论
及销兵问题②，但重点放在证明元稹之“休兵”非
“消兵”的说法。关于销兵与民困的问题，白居易
也有过深入的思考。早在元和初，他在准备参加
制科考试的习作《策林》中第四十四篇云：“销兵
数，省军费，在断召募，除虚名”，就是专门探讨这
个问题。③ 他认为“销兵省费”的关键“在乎断召
募去虚名而已”，主张重在精简冗兵、清除虚占军
籍的现象。虽然自德宗即位以后就不断着手削
藩，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努力，在元和初平藩初见

成效，但在中央军力扩张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

题。一方面，是军队数目庞大，将士居功自傲，无
视军纪，战斗力涣散；另一方面，是“今募新兵，占
旧额，张虚簿，破见粮者，天下尽是矣”，白白浪费
“天下积费之本”。鉴于此情，白居易主张实行销
兵，实现精兵强军、强国的目的。具体措施是：第
一种方式，采取直接的裁减虚占人数的方法，杜绝

吃空饷现象，达到精简人数的目的，即所谓的“去
虚名就实数，则一日之内，十已减其二三”。第二
种方式，采取不再增补新的兵员，通过逐渐自然损

耗的办法，“使逃不补，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
减其三四”，即所谓的“断召募”。从某种程度上
讲，白居易的策略是本着照顾原来将士的既得利

益，在稳固军心的前提下，通过剔除虚名，加强军

队管理的方式，进行裁减军队，既使“军情无怨”，
又达到了“兵数自销”，“去虚就实”的目的。④ 显
然，白居易的“销兵”并不是简单的遣散士卒，而是
整合现有的军费资源、军事编制，通过精简士兵、
节约开支的方式，解决元和初军队臃肿、虚占军
籍、军费不足、战斗力低下的问题，进而实现精兵
强国的目的。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良方。宪宗虽
然在元和初锐意削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藩镇

割据正盛，藩镇仍拥兵自重，此策自然很难实行，

非常不现实。加之，中央禁军也往往由宦官统帅，
要削减中央禁军，也似乎是自创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白居易的此篇模拟制举对策，

竟然押题押得很准。恰巧是年制举考试也策问了
类似的问题。这也说明军队改革在当时是迫在眉
睫的问题，备受朝野关注。元和元年（８０６年），白
居易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策中提出了销兵对

策，认为安史之乱之后，兵祸不断，兵员大增，直接

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增加，国困而民穷。故云：“洎天
宝以降，政教浸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
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征由是而
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
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

充。日削月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他认为，天下
税重民不聊生的根本在于政缺，政缺导致了寇生，

寇生引发了军兴，军兴加深了税重，要真正做到天

下安心，必须从修政教、息兵开始。因此，白居易
云：“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
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
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销兵革

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元宗不

能也。何则？事有所必然，虽常人足以致，势有所
不可，虽圣哲不能为。”所以，他认为解决的方案是：
“将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将欲省征徭，先念息兵
革；将欲销兵革，先念销寇戎；将欲销寇戎，先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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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林：《陈寅恪先生元稹“休兵”即“消兵”说商榷》，载《洛阳
师专学报》，１９９８（４）。

④　《白居易集》卷六四《策林三》，第１３４１页。



政教。”其原因是：“若政教修，则下无诈伪暴悖之
心，而寇戎所由销矣；寇戎销，则无兴发攻守之役，

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则国无馈饷飞挽之费，而

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则人无流亡转徙之忧，而黎

庶所由安矣。”白居易在销兵和削藩问题上是主张
修政教、富民、强国，方可兴军。① 或许是白居易说
到了问题的症结和根本上，元和初的一些政策正是

试图解决“政教”问题。②

白居易之所以提出销兵的议题，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元和初政局的变化。宪宗即位不久，便先后平
定了西川节度留后刘辟、夏绥节度使杨惠琳叛乱，
削藩取得初步成绩③，一度出现了所谓的“今天下
之寇虽已尽销”的论调，于是朝野出现了销兵的主
张。白居易的“销兵”之策，正是此类政见的代表。
白居易说：“陛下不以易销而自怠；今天下之兵，虽
未尽散，伏愿陛下不以难散而自疑。无自怠之心，
则政教日肃；无自疑之意，则诚信日明。故政教肃，
则暴乱革心；诚信明，则犷骜归命。革心则天下将
萌之寇，不遏而自销；归命则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

自息。然后重敛可日减，疲甿可日安，富庶可日滋，
困竭可日补……戒将来之虞，莫先于寇不销而兵不
息。此臣所谓救疗之次第者也，岂不然乎？”④大概
是正式的制举对策缘故，白居易在销兵问题上没有

像模拟对策的《策林》中那样激进，而是相对温和，
与《策林》中提出的第二种销兵方式，即“使逃不补，
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减其三四”，不再补充新
的兵员，用自然淘汰的销兵策略，比较接近。显然，
白居易有点理想主义，宪宗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军事

胜利，但藩镇割据的势力还很大，推行政教改革固

然重要，没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单凭所谓的政教和

诚信就让藩镇放弃兵权，恐怕很难。
不过，白居易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基本上坚

持了这一主张。如在元和四年、五年间（８０９—８１０
年），在宪宗征讨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的问题上，时

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先后三次上书反对。第一
次，上书反对以宦官吐突承璀担任行营兵马使、招
讨处置等使，认为有碍帝王形象。⑤ 第二次，在元
和五年正月，由吐突承璀率领征讨成德军的南路大

军在柏乡战败，北路招讨军也被王承宗击败，形势

对官军极为不利，白居易再次上书要求罢兵。白居
易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加之卢龙节度使李师道、魏
博节度使田季安各怀异心，“今看情状，似相计会，

各收一县，便不进军”。因此，征伐“岂有成功”？所
以他请求“速须罢兵，若又迟疑，其害有四”⑥。白居
易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罢兵的理由：第一，虚费赀粮。

他认为“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虚费赀粮；悟而后行，

事亦非晚”，否则就是“以府库钱帛，百姓脂膏，资助
河北诸侯，转令富贵强大”。第二，权威尽失。他认
为宪宗为了征讨王承宗自立留后，而姑息淮西吴少

阳自立为留后，如此双层标准，必然会导致河北诸

将“必引事例轻重，同词请雪承宗”，“转令承宗胶固
同类”，“实恐威权，尽归河北”，如此一来，中央权威
尽失。第三，士气低靡。白居易说，今士兵“饥渴疲
劳，疫疾暴露”，“前有白刃，驱以就战，人何以堪”？

加之“况神策官健，又最乌杂”，军心涣散，若“一军
若散，诸军必摇”。第四，外敌之虞。白居易说，回
鹘、吐蕃，对“中国之事，大小尽知”，“今聚天下之
兵，唯讨承宗一贼”，一旦西戎“忽见利生心，乘虚入
寇；以今日之势力，可能救其首尾哉”？⑦白居易的
四条理由，在当时的确如此，时局正如白居易所料

的情况发展。

至元和五年（８１０年）六月，宪宗征讨成德军
的战事陷入了僵局，这场战役已经长达八个月，中

央财力很难维持，白居易又第三次上书请求罢兵：

首先，白居易分析了战事，认为“据此事势，万无成
功”，“犹未罢兵，不知更有何所待”！其次，白居易
认为幽州节度使刘济“情似尽忠”，“外虽似顺，中
不可知，有功无功，进退获利”，所以不必照顾刘济
的情绪而罢兵。再次，白居易认为罢兵要乘早，把
握时机：“今卢从史已归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
来，元阳方再整本军，刘济且引兵欲进，因此事势，

正可罢兵，赦既有名，罢犹有势。”最后，白居易认
为成德军必不可破，再继续用兵，只能是“竭府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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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富河北诸将，虚中国以使戎狄生心，可为深忧”；
认为战事发展至此，丧失的已不仅仅是“威权财
用”，将来恐怕有“治乱安危”，亡国之忧。① 显然
白居易在藩镇问题上的态度一贯比较务实，主张

根据具体的情况对割据藩镇采取用兵与罢兵措

施，通过选贤、修正教、兴农、强军，最终才可以达
到销兵、即平定藩镇的目的。
白居易关于选贤、政教、销兵、省征徭、兴农的

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和初朝野的诉求和

时代的风气。宪宗在元和元年末颁发的《顺宗至
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哀册文》、《顺宗加谥至德宏道
大圣大安孝皇帝议》②，对顺宗的功业进行了全面
的总结，主要包括任用贤才，起用流亡；省刑恤隐，

蠲除逋欠；减去宫人，斥绝奇贡；罢黜酷吏，远近悦

服四个方面。③ 宪宗名义上是肯定其父亲的政
绩，并将自己的成绩加在父亲的头上，实际上也是

在宣布自己政治改变的意图。这充分说明，元和
元年（８０６年）制举对策，基本上符合了宪宗兴政
的需要，应当对元和中兴起了宣传和促进作用，因

此白居易才能顺利地制举及第，其对策也被大肆

宣传，是顺应了宪宗新政的要求。实际上，在宪宗
征伐成德军问题上，时宰相裴垍、翰林学士李绛等
大批朝官都坚决反对用兵。④显然，白居易对策中
的观念，与元和初权要朝臣在平定河朔藩镇问题

的观点有很大的类似之处。
宪宗暴毙后，新即位的穆宗由于缺乏统军之

术和政治眼光，盲目地接受了销兵的建议，一厢情

愿地认为通过对藩镇的不断赏赐，就可以笼络藩

镇，使其归顺朝廷。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助长了藩
镇军队的骄傲情绪。正如《旧唐书》所说：穆宗“即
位之初，倾府库颁赏之，长行所获，人至巨万，非时

赐与，不可胜纪。故军旅益骄，法令益弛，战则不
克，国祚日危”⑤。于是主张销兵的政治势力占了
上风，一时间销藩问题成为士大夫议论的热点。
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了制举对策。长庆元年（８２１
年），沈亚之制举对策，则力主削藩。他“以为天宝
贻痼，始于一支，久而容之，浸及百体，几危其形”，
虽然在宪宗的武功之下，“前年淮夷擒，齐鲁灭，常
山死，幽燕归”⑥，但未见藩镇势力得到遏制，“而
议者且以为兵可戢也，遂用羸将守常山，滞儒临蓟

北，不旋踵而贼气复作矣”⑦，导致了藩镇复振，元
和末一度出现的统一局面再度破灭。沈亚之对策

对当朝在削藩问题上的一系列问题的批判，并不

是没有根据。从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年）正月，穆宗
即位之始，以“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萧俛与段文
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劝穆宗休兵偃
武”，逐步减少兵额的所谓“销兵”政策。不过，此
次“销兵”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既而籍卒逋亡，

无生业，曹聚山林间为盗贼。会朱克融、王廷凑乱
燕、赵，一日悉收用之”⑧，宪宗所取得的削藩成就
随之化为泡影。至长庆元年（８２１年）七月，卢龙
军朱克融、成德军王廷凑已经复乱河朔，八月十四
日，中央慌忙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等地
军队讨伐王庭凑。结果是中央无兵可出，“籍既不
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遂复失河
朔。⑨ 上述情况来看，长庆初盲目的强制遣散士
卒，有失妥当，与皇甫湜对策主张的“核其名实”解
决“州府虚张名籍”的办法，白居易的“使逃不补，

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减其三四”的办法，就可
以解决“断召募，除虚名”的削兵对策相比，似乎长
庆“销兵”有很大的盲目性，没有充分考虑的“销
兵”伤害了士卒的利益，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穆宗初局势的逆转对当时朝野震动很大，于

是“销兵”问题便成为士大夫阶层反思的重要问
题。因此，至长庆元年十一月举行制举考试时，沈
亚之在对策中再次提出了削藩的建议：“今幽、蓟
之兵，其犹病者之再病也，乘虚而强履，独有立势

而诛之。立势之急，在于聚威于深、棣，实力于沧、

定。然后以赵、魏临常山，环兵而攻之。则冀马之
踪，不望合于燕蹄矣。以太原之师入蓟邱，则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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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使王承宗遣子入质，元和十四年平李师道后，王承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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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东，左臂不能傍运矣。此拘燕囚蓟之方也。如
其擒纵之法，出于一时者，则在名将而用耳。如其
威不聚于急，力不实于危，虽有名将，不能为也。”
不过，虽然方略看似可行，但是实际情况与其所论

相差较远。不久，穆宗“销兵”的恶果便显现出来
了。卢龙军和成德军同时发生了叛乱，穆宗准备
先征讨成德军王庭凑，岂料王庭凑却联合了幽州

朱克融共同抵抗中央军。十月，比较有统率之才
的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因策略分歧，被无能的杜叔

良代替，杜叔良接任横晦节度使后，率诸道军队接

连与成德军作战，结果屡战屡败。十二月，杜叔良
率军与成德节度使在博野大战，杜叔良仅以身免。
只有义武节度使陈楚在望都、北平击败卢龙叛军，
杀敌及俘虏一万多人。长庆二年（８２２年），战局
变得对中央军更加不利。正月，朱克融派军攻陷
弓高。① 不久，中央度支供应沧州的粮车六百乘，
至下博，全部被成德军劫掠。中央军粮草已断，悬
军深入，处境更加危险。适逢魏博节度使田布不
能统军被迫自杀，众将士推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而史宪诚“虽喜得旄钺，外奉朝廷，然内实与幽、镇
连结”②。这样，沈亚之对策中“环兵而攻之”所依
赖的魏博、成德节度使，却与幽州军合流，而横海
军节度使（沧州）、义武军节度使（定州）虽然听从
中央的命令对其进行合围讨伐，但势力单薄，对幽

州、成德、魏博三镇形成不了威胁作用，中央神策
军也早已缺乏战斗力，所谓的“环兵而攻之”的策
略，因藩镇之间相互连横，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
最终，穆宗不得不授以王庭凑成德节度使、朱克融
卢龙节度使，结束战事，由是河朔复失。
虽然，沈亚之“环兵而攻之”的策略，缺乏实际

条件，但与其制举复试考策官中书舍人白居易提出

的平叛策略有几分相似之处。在长庆二年（８２２
年）正月，高弓失守后，中书舍人白居易上言：“请令
李光颜将诸道劲兵约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

路，［合下博诸军］，解深、邢重围，与元翼合势。令
裴度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西面压境，观衅而动。
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

纳款。如此，则夹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必未
及诛夷，自生变故。又请诏［李］光颜选诸道兵精锐
者留之，其余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盖
兵多而不精，岂唯虚费衣粮，兼恐挠败军陈故也。
今既祗留东、西二帅，请各置都监一人，诸道监军，

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③白居
易主张兵分两路，东西夹击，加强两军主帅的统领

权，罢黜监军，对成德王庭凑实行集中讨伐，与沈亚

之的主张先打成德、后定卢龙的看法有很大相似之
处。白居易参加此次制举复试，放沈亚之及第，这
或许是白居易欣赏沈亚之对策的原因吧？

大概在长庆以后，藩镇跋扈问题日益严重，中

央对藩镇割据的现状基本上持承认的态度。因
此，反映在制举对策上，也多是对其进行斥责，没

有更好的方略可谏，多留于空泛之谈。大和二年
（８２８年），刘蕡制举对策云：“今威柄凌夷，藩臣跋
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④

他还征引《春秋》中的语句，声讨藩镇跋扈之事，指
斥这种行为是：“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
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

也。”⑤对策用《春秋》中的“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
必自于诸侯”语句来形容唐朝的藩镇割据问题，真
是有几分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

府已经对晚唐政局败象的无能为力。

三、结语

中唐之后，制举考试的次数明显减少，明确记

载有人及第的制举考试，代宗２次，德宗４次，穆
宗１次，敬宗１次，文宗１次，但这一时期的制举
考试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就是几乎每次开科都

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
兼茂明于体用、达于吏理可使从政、军谋宏达材任
将帅等科为主，制举科目出现了相对常科化的趋

势。因此，出现了许多制举对策的名篇，如皇甫湜
应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白居易和元
稹应的“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对策都流传至今，

并选拔了像牛僧孺、白居易、元稹、皇甫湜、李宗
闵、贾餗等众多名相和文豪，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武
则天和玄宗时期。中晚唐制举对策中保存了丰富
的有关政局变化和社会变迁的史料，譬如对帝王

之道、选举问题、考课问题、赋税问题、宦官专政、

藩镇问题以及社会救助、赈灾等诸多问题，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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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第４９４页。郑显文、王明霞：《唐
穆宗唐敬宗》，第７２—７９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

③　《资治通鉴》卷二四二“穆宗长庆二年正月”条，第７８０７、７８０５页。

⑤　《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传下·刘蕡传》，第５０６９页。



“子大夫”在对策中都敢于针砭时弊，提出了解决
时弊方略，不乏有真知灼见，值得治史者重视。
中晚唐时期，制举对策每科策问由先前的三

道，改为一道，策问针对性强，为举子对策时，对同

一类的问题展开深入的申论提供了空间。中晚唐
制举对策的激烈程度与社会相对开明的风气成正

比，举子对策难免空泛和理想化，但不乏有切中时

弊的良方佳策，与当朝君臣的重要言论相偶合，其

中的部分良知卓见甚至影响了当朝政要。中晚唐
制举考试中策问和对策都凸显了当时藩镇割据问

题。提出的如何解决虚张名籍、藩镇跋扈、削藩、
销兵的对策，折射了当时的政局变化，宣扬了朝政

在藩镇问题上的策略和信息。皇甫湜的对策集中
体现了宪宗大力平藩的意图和新政措施，准确把

握和宣扬了宪宗的新政意图，促进了朝野对藩镇

问题的思考。沈亚之对策提出“环兵而功之”的方

略，也是对穆宗盲目“销兵”的反思，表达了朝野对
政局变化的呼声。制举对策有关销兵、削藩的对
策在战略上不乏真知灼见，但毕竟是一些中低级

官员迎合政局提出的，有的不免缺乏全局观念，过

于理想化，很难实行。
总之，这一时期的制举对策政论水平很高，对

当时政局论说往往切中要害，对执政者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中晚唐制举对策的现实性、时政性非
常强，与政局紧密相关，是这一时期制举考试比较

突出的特点。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敢
于针砭时政，关注社会，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

实现帝国的复兴，是其共同理想。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唐代制举考试与社会变迁研究”（１０ＹＪＣ７７００３８）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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